
 

 

和谐劳动关系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来自“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的经验证据

李心武1，沈家艳1，毛    聚2

（1. 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 100081；2.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有助于打造企业与职工利益共同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文章基于“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活动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和谐劳动

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关系越和谐的企业创新水平越高。机制检验表明，和谐劳动

关系通过增进员工与员工以及管理层与员工的关系，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内部创新

资源占优、外部创新氛围严峻的企业中，和谐劳动关系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文章的研

究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以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新动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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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力资本是实现创新的关键内生动力来源（Aghion和 Howitt，199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落实到企业层

面，需要完善拴心留人机制，构建契合创新需求的人才管理体系，在“留得住、用得好”的基础

上，让人才潜心“做研究、搞创新”。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中，管理者与员工是重要组成部分，能

够显著影响企业创新水平（Chemmanur等，2019；张亮等，2024）。高素质的劳动者能够激发创新

活力（D’Acunto，2014）。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亟须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与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高素质人才去留成为关键问题之一。当人力资本在企业创新中

的作用愈显重要时，劳动关系会随之发生变化，协商共事、合作共赢、发展共享的和谐劳动关系

正逐步取代过往“雇佣”“从属”“对立”的劳动关系（程延园，2016）。如果雇主与雇员的利益存

在分歧，则劳动关系存在对立冲突可能；而在劳动关系和谐的企业中，企业关爱职工，职工爱岗

爱企，双方互惠交换能够缓解冲突，从而有利于企业持续积累创新所需的人力资本。

作为联结劳动力所有者与使用者各类关系的总和，劳动关系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具

有重要作用，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影响深远（袁凌等，2012；沈永建等，2023；张军等，2023）。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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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劳动关系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主要聚焦两个维度：一是法律对劳动关系的保障机制，

二是企业对劳动保护的主观意愿。在法律层面，劳动保护被证实对创新具有显著的溢出激励

（Acharya等，2013，2014；倪骁然和朱玉杰，2016；李逸飞等，2024），但过度强化的劳动保护机制

也可能抑制企业创新活力（Bradley等，2017；Francis等，2018）。在企业主观意愿层面，为员工提

供良好的工作场所、善待员工、提升员工满意度等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Chen等，2016a，b；

Liu等，2020；许红梅等，2021）。然而，针对企业层面和谐劳动关系的整体评估及其经济后果的

系统性研究仍较为匮乏。Snape和 Redman（2012）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劳动关系氛围与劳动者工

作效率及态度密切相关。那么，在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愈发重要的当下，和谐劳动关

系构建能否通过促进劳动者间信任与合作，“留住”并“用好”创新所需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企业

创新？

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谐劳动关系不仅涉及员工基本权益保障（如劳动报酬、休

息休假、社会保险和职业技能培训等），还涵盖企业对劳动者的关怀及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作

为核心人力资本，管理者与员工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本文探讨和谐劳动关系对企

业创新的双重影响路径：员工与员工以及管理层与员工的和谐劳动关系。一方面，员工与员工

的和谐劳动关系能激发员工对创新流程的参与度，促进部门内及部门间知识流动与信息共享，

助力企业“用好”人才，优化创新各环节；同时，和谐工作氛围能强化员工的组织归属感（Deery

和 Iverson，2005），有利于企业“留住”人才，持续开展创新项目。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创新通常

具有投入高、风险大、周期长等特征（Holmstrom，1989），管理层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与长

远眼光，因此如何“用好”管理层决策与领导才能，成为促进企业创新的关键。管理层与员工的

和谐劳动关系通过促进上下级信息共享，助力管理层更及时掌握产品信息与市场动态，从而增

强其信心并发挥决策才能；同时，管理层为吸引并留住人才而提供优越的激励条件，员工以更高

工作热情回馈企业，进一步提升管理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预期，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环

境（Gouldner，1960；Manso，2011），引领员工持续开展创新活动。

然而，和谐劳动关系也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效应。长期稳定的工作环境易使员工安于

现状，降低创新参与度（Francis等，2018）；过度的劳动保护会弱化竞争压力，导致员工缺勤和偷

懒，削弱创新活力。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大量资金投入会挤占原本用于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

的资源，限制管理层在企业创新上的决策空间。由此，员工与管理层的创新才能难以充分施展，

企业创新活动难以持续推进。

本文选取 2003—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评选结果作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判定依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和谐劳动关系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获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后，其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员工与员工以及

管理层与员工的和谐劳动关系构成两条机制路径，即和谐劳动关系通过提升员工的创新参与度

与组织归属感、促进管理层与员工的信息共享及双向“激励—回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进一

步分析发现，在内部创新资源充裕、外部创新氛围良好的企业中，和谐劳动关系对创新的促进

作用尤为显著。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采用了全新且权威的和谐劳动关系判定依据。本文将

“和谐劳动关系”作为核心变量，利用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合开展的“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

谐企业”评选结果作为判定依据。该评选由国家级权威机构主导，已连续举办多届，形成稳定的

评价体系与历史数据积累，结果获社会广泛认可与重视，具有高度的官方性、公正性与权威性。

第二，本文从劳动关系视角丰富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文献大多聚焦劳动关系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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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障机制与企业层面的劳动保护意愿对创新的溢出效应（倪骁然和朱玉杰，2016；许红梅等，

2021），本文则基于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整体评估，从员工与员工以及管理层与员工互惠交换的视

角，探讨并发现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第三，本文证实了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积极意义。本文的

研究结果充分反映了劳动关系和谐与否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进而强化科技“硬实力”、厚植创

新“软实力”的关键作用，这既为我国持续推进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提供了新的参考，也为国家探

索支持企业高质量创新提供了微观证据。

二、制度背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内容，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战略

之一。2002年 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目标，并在社会就业、收入分配

等劳动关系相关领域作出重要部署。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的战略任务，自此和谐成为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的核心议题。2015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基本确立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体制机制框架。2022 年

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为新时

代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

2006 年 4 月，在推动和谐社会与新型劳动关系建设的背景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

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的意见》，全国模范劳动关系企业评选活动应运而生。2007年，

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之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

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在全国开展创建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即“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活动。截至 2022年，该评选已分

别在 2007年、2011年、2019年和 2022年开展四届。

“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从区县开始，经地市、省级逐层审核，最终由国家层面

予以表彰，形成层层遴选的评选机制。评选标准涵盖八大核心维度：劳动合同管理、职工权益保

障、安全生产、集体协商、民主管理、争议处理、职工发展以及党建引领。可见，评选体系既重刚

性定量指标，如劳动合同管理维度中劳动合同签订率与职工参保率均须达 100%；也倡柔性治理

理念，如注重构建工会、企业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在此框架下，该评选能全面且有效

评估企业在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劳动关系上的示范作用。综上所述，评选机制保

障了流程的科学性与透明度，彰显了结果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二）文献综述

1. 劳动关系的经济后果。作为联结劳动力所有者与使用者各类关系的总和，劳动关系在社

会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影响深远（袁凌等，2012；沈永建等，

2023；张军等，2023）。在微观层面，企业劳动关系氛围是员工在工作互动中对其他劳动者行为

的感知（Angle和 Perry，1986），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态度等。良好的劳动关系氛围能提

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降低缺勤率与离职率（Lee，2004；崔勋等，2012；倪昌红等，2013），从而改

善“生产—售后”全流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Wu和 Lee，2001）。进一步地，劳动关系

和谐有助于提升组织有效性与企业韧性（Wagar，1997；迟冬梅等，2023）。

不和谐的劳动关系往往导致员工士气低落、组织承诺减弱，这些心理与行为层面的负面影

响会推高员工流失率，增加企业招聘与培训成本（Snape 和 Redman，2012，陈万思等，2013）。当

企业提供缺乏劳动合同保障、工作稳定性差的非正规就业岗位时，工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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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和邱康权，2024），加剧劳动力市场摩擦。劳动纠纷频发会损害企业社会声誉，削弱消费者与

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长期发展（Deery和 Iverson，2005）。更严重

的是，劳动冲突所引发的罢工、停工、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等不仅会中断企业正常运营，还会造

成生产效率下降与收入损失，对区域主要行业的投资与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Alder 等，2023）。

作为负面公共信息，劳动纠纷案件会抬升劳动者失业预期，抑制家庭消费支出，从而对经济增长

造成不利影响（马鑫，2022）。

2. 劳动关系与企业创新。现有文献深入探讨了法律对劳动关系的保障机制对企业创新行

为的影响。基于欧美数据的研究表明，《不当解雇法》的出台可保护员工免受不公正解雇，维护

其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从而提升员工创新努力，并激励公司投资于有风险的创新项目

（Acharya等，2013，2014）。在我国，针对劳动者的强制性保护措施，如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被证实对创新具有显著的溢出激励（倪

骁然和朱玉杰，2016；李逸飞等，2024）。然而，强化劳动保护并非全然有益，过度强化会使技术

研发人员懈怠，扭曲劳动力流动，甚至阻碍风险投资进入，给创新型企业培育带来负面影响

（Bozkaya和 Kerr，2014；Francis等，2018）。作为法律认可的代表劳工利益的组织，美国工会反而

抑制企业创新发展（Bradley等，2017）。可见，法律层面的强制性劳动保护在促进创新上虽有溢

出效应，但也可能伴随一定的资源错配与效率损耗。

部分文献关注企业在法律之外，通过优化内部治理、提升员工体验与满意度等“软性激励”

机制推动创新的路径，尤其将企业对员工福利、工作环境和人文关怀的主动投入视为激发创新

潜力的重要补充。企业优化员工福利、营造员工友好型工作环境，可显著提升创新活动成效

（Chen等，2016a，b）。许红梅等（2021）基于“中国年度最佳雇主 100强”榜单结果，验证了员工满

意度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

综上所述，当前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仍有补充空间：第一，现有研究对和谐

劳动关系的度量口径不一，且主观性较强。党和国家要求的和谐劳动关系涉及多方面建设，判

断其和谐与否需综合考虑制度达标、主观意愿等多个维度。自 2007年起，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联合开展“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为本文提供了更精准的识别依据。第二，现有

文献侧重探索劳动关系在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经济后果（如组织效率、韧性与员工满意度等），对

企业创新的关注较少。本文立足企业创新视角，评估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效果。第三，管理层

与员工在企业创新中缺一不可。关于创新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大多考察如何激发管理层创新

意愿，对劳动者之间关系和谐、互惠交换在创新中的作用探讨不足。本文完善了企业创新影响

因素领域的理论框架。

（三）研究假说

和谐劳动关系强调对职工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职业技能培训等基本权益的保

障，蕴含管理层关怀职工、职工爱岗爱企两层内涵。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在解读《关于推进新时代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的意见》有关问题时，指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需不断夯实劳动关系双方

协商共事、合作共赢、发展共享的共同思想基础。据此，和谐劳动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主

要体现在员工与员工以及管理层与员工的和谐关系两个层面。

社会交换理论（Blau，2017）指出，人际关系遵循互惠交换原则，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倾向于相

互给予与回报，这种互惠性是维系社会关系稳定与持续的基础。员工与员工的和谐关系通过员

工间互惠交换，提升其对创新全流程的参与度与组织归属感，从而提高劳动要素增加值与团队

稳定性，促进企业创新。从员工创新参与的视角看，和谐劳动关系能提高部门内及部门间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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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各环节的参与度，起到提速增效的作用。在部门内，产品构思阶段需要不同员工或团队

交流想法（Goldenberg等，1999），员工间高效的信息反馈可降低沟通成本，及时优化构思，确保

创新可行；创新执行阶段需要大量员工知识耦合与协作（Yayavaram 和 Chen，2015；Olan 等，

2019；徐露允和龚红，2021），员工团结协作、优势互补，使执行创新决策时事半功倍。在部门间，

和谐劳动关系下各部门团结度提升，可促进信息对接，缓解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可见，部

门内及部门间员工关系和谐能促使其更积极参与创新各环节，提高研发生产效率与劳动要素增

加值，从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从员工组织归属的视角看，和谐劳动关系氛围有助于增强员工对组织的承诺与忠诚，提升

员工的归属感（Deery 和 Iverson，2005），使其更关注企业长期价值，形成容忍失败、立足长远的

认知（Sauermann和 Cohen，2010；Manso，2011；Flammer和 Kacperczyk，2016）。创新项目具有高风

险与长期性特征，需要人力资源持续投入。在此过程中，和谐劳动关系对创新项目执行团队的

稳定性至关重要，可有效避免人员冲突所引发的非必要人才流失（Core 和 Guay，2001），保障创

新项目持续推进。

管理层与员工的和谐关系通过上下级互惠交换，不仅有助于促进层级间信息共享与互信建

立，更能借助互动中的认知与情感传递，形成管理层与员工的双向影响机制。从信息共享的视

角看，企业创新是复杂的系统工程（Holmstrom，1989），管理层处于创新战略制定的核心位置，但

因通常不直接参与产品研发与客户反馈，对创新风险与回报的评估容易存在主观偏差（Gavetti，

2012）。员工身处业务一线，掌握关键产品反馈与市场动向。良好的管理层与员工信息反馈机制

可缓解信息不对称，使管理者在感知上更趋理性，从而做出更具前瞻性与风险容忍度的创新决

策（Adner和 Feiler，2019）。管理层基于信任与尊重，对员工合理授权与支持，也能增强员工工作

投入与创新积极性。

从双向“激励—回报”的视角看，管理层通过打造员工友好型工作场所（如灵活的工作制度、

良好的办公环境与优渥的福利安排），吸引并留住创新人才，增强其组织忠诚度与工作效率

（Black 和 Lynch，2004；Bloom 等，2015；Chen 等，2016b）。员工将良好的工作条件视为企业“馈

赠”，以提升工作努力程度作为回报（Organ，1997；Farh等，2007）。此时，管理层感知到员工的支

持与信任以及员工间和谐奋进的工作氛围，认可团队的凝聚力与执行力，从而增强对企业未来

发展的信心及容忍创新失败的能力（Gouldner，1960；Manso，2011）。可见，员工与管理层不仅是

组织内两个独立主体，更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中互为倚重的角色（Adner和 Kapoor，2010）。借助

信息共享与双向“激励—回报”机制，管理层可更精准把握创新决策，员工也以增加工作投入、积

极参与创新来回应企业激励，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a：和谐劳动关系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然而，和谐劳动关系也可能削弱员工创新活力，干扰管理层创新决策，最终抑制企业创新。

在员工创新活力层面，一方面，和谐劳动关系氛围可能导致过度的员工关怀，使员工处于安逸稳

定的工作环境中，从而降低创新意愿与参与度（Francis等，2018）；另一方面，和谐劳动关系可能

引发过度的劳动保护，弱化员工间竞争压力，降低对“优胜劣汰”机制的敏感性，最终加大企业

激励难度（John等，2015）。在此背景下，和谐劳动关系将加剧员工惰性与缺勤可能，降低工作效

率（Ichino和 Riphahn，2005；李波和蒋殿春，2019），最终削弱员工创新活力。

在管理层创新决策层面，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往往伴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大量投

入，如薪酬激励、职业培训、安全保障以及办公环境改善等。这些支出虽提升了员工福利，但挤

占了原本用于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的资金，限制了企业在创新层面的决策空间。同时，在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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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管理层会更聚焦内部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倾向选择稳健经营模式，从

而削弱创新动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 1b：和谐劳动关系会抑制企业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 2003—2022年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和谐劳动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其中，和谐劳动关系企业评选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经手工收集后，人工

匹配评选名单中的上市公司及其集团公司下属上市公司。企业创新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库，

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数据来自 CSMAR数据库，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本文

剔除了金融业、ST 和*ST 企业以及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46 655 个公司—年份观测

值。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以缓解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二）变量定义

1. 解释变量：劳动关系和谐企业（Post）。2006年 7月，为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发展，服务构建

和谐社会大局，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下发《关于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与

工业园区活动的通知》，启动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截至 2022 年，“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评选共举办 4次，分别在 2007年、2011年、2019年和 2022年。本文对变量 Post 的定义如下：若

上市公司或其所属集团公司在上述 4次评选中获评“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则获评最早

年份及之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
2. 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Innovation）。参考 He 和 Tian（2013）以及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的研究，本文以企业被授权专利数量加 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创新。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企业

研发投入包含较多混杂因素，难以真实反映创新活动的净投入（He 和 Tian，2013），故用创新产

出表征企业创新更加合理；第二，专利授权需要经过审查流程才能确认，被授权意味着专利有

效，相较于专利申请更能体现企业真实的创新能力。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说，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被解释变量为企

业的创新力度，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获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控制变量包含企业财务、公司治

理以及地区数据，变量定义见表 1。同时，本文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γi）和年份固定效应（θt）。

Innovationi,t = α0+α1Posti,t +λControlsi,t +γi+ θt +εi,t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①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Innovation 的均值为 2.1680，中位数为 2.1972，表明企业某一年申请

专利的平均数量约为 7—8 个，可见我国创新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Innovation 的最小值为 0，最
大值为 6.4800，标准差为 1.7305，表明各企业的创新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Post 的均值为 0.0267，
即获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公司—年份观测值占比约 2.7%，表明评选范围较小，筛选较为严

格。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数值均在合理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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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 2报告了和谐劳动关系与企业创新的

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到，Post 的回归系数

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获评和谐

劳动关系企业会促进企业创新行为，支持了

假说 1a。从经济意义看，以列（3）为例，在获

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后，企业创新水平将提

升约 15.63%，①具有较高的经济显著性。

（三）稳健性检验

1. 事前趋势检验。为保证双重差分模型

估计系数的一致性，缓解政策前趋势对估计

结果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本

文以企业获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当年为参照（t 年），将 Post 划分为评选前后的多个时间虚拟

变量，即生成从 Post_Before11（t−11年及之前）至 Post_After10（t+10年及之后）共 22个时间虚拟

变量；随后，以 Post_Before1（t−1年）为基期，将其余 21个时间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估

计。结果显示，t 年之前的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几乎均与 0 无显著差异，而 t+2 年及之后的时间虚

拟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获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的技术创

新程度无显著差异；而在此之后，实验组企业的创新活动显著增加，从而满足双重差分模型的平

行趋势假定。

2. Goodman-Bacon分解。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下，政策效应的估计系数可能由四种情形

的处理效应加权得到：实验组 vs.对照组、早期实验组 vs.晚期对照组、晚期实验组 vs.早期对照组

以及晚期实验组 vs.早期实验组。若后三种情形存在，且其加权估计系数对最终政策效应估计系

数的影响较大，则政策效应估计结果将出现偏误。参考 Goodman-Bacon（2021）的研究，本文对回

归模型的估计系数进行了分解。表 3结果显示，②三种情形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实验组与对照

组之间的处理效应权重达 0.930，高于 90%，即本文关注的和谐劳动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净效应占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 Innovation 企业当年被授权的专利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Post 若企业当年被评选为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则当年及之后年份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现金持有水平 Cash （交易性金融资产+货币资金）/总资产

大股东持股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值为1，否则为0

董事会独立性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劳动收入份额 LS 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

职工人数 Employee_N 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地区生产总值 GDP 省份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表 2    基准回归

（1） （2） （3）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Post 0.4287*** 0.3187*** 0.3388***

（4.9213） （7.6968） （3.9796）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46 655 46 655 46 655

Adj. R2 0.751 0.331 0.772

Within R2 0.003 0.332 0.08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公司层面聚类处理后的t值，下表同。

李心武、沈家艳、毛    聚：和谐劳动关系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① 参考 Custódio和Metzger（2014）的研究，经济显著性计算如下：Post 的系数/Innovation 的均值×100%=0.3388/2.1680×100%≈15.63%。

 ② 本文的 Goodman-Bacon分解不包含晚期实验组 vs.早期实验组的情形，因此表 3仅列示了三种情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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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最高，其估计系数 0.549与双重差分模型下的总估计量 0.576基本一致。因此，本文采用的多

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不存在因其他处理效应而导致的估计量偏误问题。
  

表 3    Goodman-Bacon 分解

权重 估计系数 加权估计系数

实验组vs.对照组 0.930 0.590 0.549

早期实验组vs.晚期对照组 0.048 0.274 0.013

晚期实验组vs.早期对照组 0.022 0.639 0.014

总和 1.000 0.576
 

3. 缓解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研究的“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活动分年份开展，

由于各批次评选时间不同，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可能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为此，借鉴 Cengiz等
（2019）的研究，本文采用堆叠双重差分方法，围绕各批次评选时间点分别构造局部样本并进行

估计，以缓解多时点处理下异质性效应对识别结果的干扰，从而更稳健地识别政策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在缓解异质性处理效应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4. 安慰剂检验。为缓解回归结果受其他随机性因素干扰的可能，本文随机生成获评和谐劳

动关系企业的名单，并对回归模型进行 500 次重复自抽样回归。结果显示，随机抽样所得到的

t 值与估计系数均集中在 0 值附近，基本服从正态分布，且几乎均小于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与

t 值，通过了安慰剂检验。这表明本文估计结果是小概率事件，并非由其他随机因素干扰所致。

5. 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 Heckman两阶段法来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第一阶段

以地区上市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作为排他性变量，具体计算上市公司所在省份除自身外的劳动争

议诉讼仲裁数量，①构造排他性变量 Exclusion_Heckman。将该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模

型中对 Post 回归，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②第一阶段结果显示，Exclusion_Heckman 的系数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地区劳动争议纠纷越多，当地上市公司越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第二阶段将 IMR 放入回归模型中对 Innovation 进行回归，IMR 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存在一定的自选择问题；Post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6. 控制多维固定效应。本文通过控制多维固定效应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具体而言，本文

在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加入了行业与省份固定效应、年份×行业固定效应以及年

份×省份固定效应，控制多维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见表 4。可以看到，Post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 4    控制多维固定效应

（1） （2） （3） （4）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Post 0.3226*** 0.2350*** 0.2836*** 0.2049***

（3.9080） （3.1866） （3.3942） （2.789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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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其他可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鉴

于专利取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度量偏误，参考 Chen和 Roth（2024）的研究，本文以

未取自然对数的当年被授权专利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 Innovation_1，并采用泊松回归模型

进行检验。第二，由于被授权专利可能受截断问题影响，参考 Hall 等（2001）以及王可第（2021）
的研究，本文采用半结构方法处理 2017年及以后的被授权专利数据，得到 Innovation_2。①第三，

参考 Bradley等（2017）以及 Ding等（2022）的研究，本文以企业两年内被授权专利数量来测度创

新，加 1后取自然对数得到 Innovation_3。第四，参考龙小宁和林菡馨（2018）的研究，本文以企业

当年申请并最终获授权的专利数量来测度创新，加 1后取自然对数得到 Innovation_4。第五，参

考余明桂等（2016）的研究，本文以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数量来测度创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得到

Innovation_5。第六，考虑到评选年份对创新活动的时滞影响，本文对 Innovation 进行滞后一期处

理，得到 Innovation_6。本文采用上述 6个替代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在替换企业创新

的度量方式后，Post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Innovation_1 Innovation_2 Innovation_3 Innovation_4 Innovation_5 Innovation_6

Post 0.2536*** 0.3365*** 0.4343*** 0.3208*** 0.4382*** 0.3988***

（3.1058） （3.8662） （4.2663） （3.6997） （4.4291） （3.99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4 681 43 713 36 192 46 655 46 655 41 097

Adj. R2 0.790 0.760 0.753 0.713 0.779

Within R2 0.088 0.043 0.080 0.013 0.078

Pseudo R2 0.823
 

8. 排除替代性解释。“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表彰所具有的声誉效应可能缓解融资

约束，促进企业创新（Brown等，2009；Ang等，2014）。为排除这一替代性解释，本文参考张悦玫

等（2017）的研究，以 FC 指数（FC）测度企业总体融资约束状况；参考江艇（2022）的研究，采用

式（2）检验替代性解释。结果显示，②获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与融资约束状况无显著的相关性，

表明榜单效应未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排除了替代性解释。

FCi,t = α0+α1Posti,t +λControlsi,t +γi+ θt +εi,t （2）

续表 4    控制多维固定效应

（1） （2） （3） （4）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N 46 655 46 655 46 655 46 655

Adj. R2 0.779 0.797 0.777 0.799

Within R2 0.092 0.096 0.083 0.091

李心武、沈家艳、毛    聚：和谐劳动关系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① 在本文样本中，企业获得授权专利的平均使用年限最大值为 5.898年。因此，本文对样本期内最后 6年（2017—2022年）的观测值进行

半结构化处理。

 ② 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排除替代性解释的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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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检验

基于上文研究结果，和谐劳动关系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本文进一步探讨这种作用的

实现机制。一方面，员工与员工的和谐关系通过员工间互惠交换，提升其对创新全流程的参与

度与组织归属感，从而提高劳动要素增加值与团队稳定性，助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

管理层与员工的和谐关系通过上下级互惠交换，促进信息共享与双向“激励—回报”，使管理层

更准确把握创新决策；同时，员工也以增加工作投入、更积极参与创新回应企业激励，形成良性

互动，从而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一）员工与员工劳动关系和谐

作为典型的强资源依赖性活动（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企业创新需要持续的资源支撑。

作为科技创新投入中最具能动性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创新

的水平与效果。本文理论分析提出，员工与员工劳动关系和谐可通过两个渠道作用于企业创新

水平：第一，和谐劳动关系激发员工对创新流程的参与，有利于企业“用好”人才资源，通过提升

劳动要素增加值来促进创新；第二，和谐劳动关系强化员工的组织归属感（Deery 和 Iverson，

2005），有利于企业“留住”人才资源，通过提高技术团队稳定性来持续开展创新活动。

本文借鉴白重恩等（2008）的做法，采用要素成本法增加值的概念，估算上市公司劳动要素

增加值（LIV）。LIV 的数值越大，表明劳动要素对企业增加值的贡献越大。同时，本文借鉴步丹

璐和白晓丹（2013）的做法，以当期与上一期技术人员的变动情况来衡量技术团队稳定性

（Tech_Stab）。Tech_Stab 的数值越大，表明技术团队变动越大、稳定性越差。参考江艇（2022）的

研究，本文使用式（3）检验机制，其中 Mechanism 为机制变量。

Mechanismi,t = α0+α1Posti,t +λControlsi,t +γi+ θt +εi,t （3）

表 6 列（1）和列（2）报告了劳动要素增加值与技术团队稳定性的机制检验结果。可以看到，

Post 对 LIV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对 Tech_Stab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获评和谐劳动关系企

业后，企业会通过提升劳动要素增加值与团队稳定性来提升创新水平。
 
 

表 6    机制检验

（1） （2） （3） （4）

劳动要素增加值 技术团队稳定性 管理层与员工沟通 员工持股计划

LIV Tech_Stab MngEmpCom EmpHold

Post 0.0085* −0.0455* 0.0675*** 0.0459**

（1.6751） （−1.7090） （3.0045） （2.27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6 655 37 840 46 655 46 655

Adj. R2 0.755 0.020 0.401 0.358

Within R2 0.359 0.011 0.015 0.013
 

（二）管理层与员工劳动关系和谐

管理层与员工是企业创新中互为依赖的关键主体，和谐劳动关系通过促进双方信息共享与

双向“激励—回报”机制，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本文借鉴马新啸等（2022）的做法，以是否设有员

工沟通渠道来衡量管理层与员工信息共享。管理层主动搭建沟通渠道有利于上下级信息流通与

意见反馈，若公司有能让员工意见建议传至管理层的较好渠道，则 MngEmpCom 取 1，否则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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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文借鉴郭蕾等（2019）以及张会丽等（2025）的做法，以员工持股计划来衡量管理层与员

工间的“激励—回报”机制。管理层能够通过持股计划与员工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分担机制，激

发员工主动参与创新。若当年实施或存续员工持股计划，则 EmpHold 取 1，否则取 0。表 6列（3）
和列（4）报告了管理层与员工互动机制的检验结果，Post 对 MngEmpCom 和 EmpHold 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表明获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后，管理层与员工的双向互动更加显著，具体体现为开

放沟通渠道的搭建及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六、异质性分析

（一）内部创新资源的调节效应

本文尝试从员工与高管视角出发，探讨企业内部创新资源如何影响劳动关系与创新技术的

相关性。基于员工视角，内生增长理论指出，人力资本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Aghion 和

Howitt，1992）。在人力资本结构中，高学历员工更有助于企业创新（D’Acunto，2014）。低学历员

工大多从事现有技术模仿与应用，而高学历员工因知识储备更丰富，在研发活动中表现更优。

本文预期，企业高学历员工占比越高，劳动关系和谐越能促使其大展拳脚，突破现有技术桎梏，

从而实现创新。基于高管视角，一方面，高层管理者的技术研发背景是企业的一种专门资产，可

使其自身人力资本内化为企业价值，从而更利于创新活动开展（余恕莲和王藤燕，2014）；另一方

面，若董事长或总经理具有技术研发背景，则更可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营造创新氛围（Vintila
和 Gherghina，2012）。在高管引领的创新氛围下，和谐劳动关系能迅速响应创新号召，驱动创新

行为。本文预期，高管的技术研发背景可使和谐劳动关系发挥更强的创新驱动作用。

参考孟庆斌等（2019）以及袁军等（2022）的研究，本文分别以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董

事长或总经理的技术研发背景来反映企业内部创新资源。若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高于同年

行业中位数、董事长或总经理具有技术背景，则样本归为内部创新资源较多组，反之则为较少

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7，可以看到，当员工学历较高、董事长或总经理具有技术背景时，劳动

关系和谐更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①

  

表 7    内部创新资源的调节效应

（1） （2） （3） （4）

员工学历高 员工学历低 技术背景CEO 非技术背景CEO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Post 0.2736** 0.1818* 0.4784*** 0.3332***

（2.3746） （1.9348） （3.1024） （3.33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9 608 17 047 6 777 37 995

Adj. R2 0.797 0.777 0.820 0.770

Within R2 0.100 0.045 0.094 0.082

系数组间差异 0.0918** 0.1452***
 

（二）外部创新氛围的调节效应

本文尝试从行业与地区特征视角出发，探讨外部创新氛围如何影响劳动关系与企业创新的

相关性。若处于竞争性行业中，企业面临同行业竞争压力，为在市场中维持竞争力，须不断推出

李心武、沈家艳、毛    聚：和谐劳动关系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① 本文的分组回归均使用邹检验（Chow test）进行系数差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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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服务或优化现有业务流程。竞争压力直接促使企业积极创新，甚至调整创新策略以寻

求差异化优势（杨震宁和李东红，2010；王雄元和秦江缘，2023）。本文预期，和谐劳动关系所营

造的全员积极参与创新的氛围能更好契合企业对创新的渴求，更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越弱，企业创新专利面临的侵权风险越高。这种风险不仅直接威胁企业

创新成果，还可能使其在长期案件诉讼中耗费大量资源，产生高额诉讼与维权成本。在此情形

下，企业较难开展高投入、高风险的创新活动（范红忠和董江琛，2023）。此时，和谐劳动关系可

为企业营造稳定积极的工作环境，增强员工团结协作及管理者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信心；面对

纠纷时，企业能更有效整合内部资源，降低成本，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创新优势。本文预期，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越弱，和谐劳动关系越能促进企业创新。

本文分别以行业赫芬达尔指数以及按省份存续企业数量调整后的平均知识产权结案数量

来反映企业外部创新氛围。若行业赫芬达尔指数低于同年中位数、地区知识产权结案数低于同

年中位数，则样本归为外部创新氛围较差组，反之则为较好组。表 8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当企业

所处行业具有竞争性、所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较弱时，劳动关系和谐更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表 8    外部创新氛围的调节效应

（1） （2） （3） （4）

竞争性行业 非竞争性行业 知识产权保护弱 知识产权保护强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Post 0.4759*** 0.2006* 0.4318*** 0.1282

（4.0340） （1.9311） （4.8231） （0.92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 114 22 541 26 621 20 034

Adj. R2 0.790 0.777 0.771 0.791

Within R2 0.100 0.076 0.085 0.086

系数组间差异 0.2753*** 0.3036***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广大职工与企业的切身利益，关乎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本文基于

中国自 2007年起开展的 4次“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活动，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

讨了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对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在获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后，企业创新

水平显著提升，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围绕员工与员工以及管

理层与员工的劳动关系两条路径展开，发现和谐劳动关系可通过提升员工创新参与度与组织归

属感，以及强化管理层与员工间的信息共享和双向“激励—回报”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

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内部创新资源丰富、处于竞争性行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较弱地区的

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与劳动

关系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为改善企业劳动关系及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的现实意义提

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实践启示：

第一，政府可持续推进并完善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具体而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

关部门可进一步细化“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依据，既关注企业在劳动合同履行、薪酬待

遇、工作环境等传统劳动关系维度的表现，又纳入更能反映员工满意度、企业内部沟通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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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构建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估体系，提升评选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同时，在优化评选机制

的基础上，政府应进一步完善配套激励政策，鼓励企业主动提升劳动关系和谐度，如对获评企业

可给予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以系统性政策举措促进企业劳动关系优化。

第二，企业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更重视劳动关系的维护与优化，将其纳入企业长

期战略，培育独特的企业劳动文化。企业应制定明确的劳动关系管理规范，覆盖员工权益保障、

薪酬公平性、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确保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公平、尊重与激励。必要时，可尝试

将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度纳入高管激励体系，以激发高管更重视劳动关系和谐氛围，从而增强员

工组织归属感，推动企业在长期战略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本文研究发现，在内部创新资源占优、外部创新氛围严峻的环境下，和谐劳动关系对

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强，这与我国加速优化创新生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高度契

合。据此，政府可将优化创新生态作为切入点，营造更具活力的创新环境。具体而言，政策可聚

焦推动内外创新资源要素联动，促进企业间、产学研间协同合作，构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创

新生态；同时，通过完善区域创新网络，提升区域间创新资源的互补与协同效应，形成推动企业

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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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Accountanc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ummar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human capital is regarded

as a fundamental endogenous force driv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can facilit-

ate reciprocal exchange among workers and mitigate latent conflicts withi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c-

cordingly, whether the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can help firms retain and effectively utilize

human capital has become a critical research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corporate development.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period DID model based on the national desig-

nation of “Model Enterprises with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ms selected

as model enterprises experienc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echanism testing in-

dicates that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enhance innovation primarily through two channels: improved interper-

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employees and enhanced communication and trust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Furthermore, the innovation-enhancing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rms with stronger internal

innovation resources or operating in less favorable exter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offers thre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it adopts a nationally endorsed evaluation as the core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labor relation harmony. Second, it integrates a holistic assessment of labor relations

with the dual mechanisms of reciprocal exchange among employees and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em-

ployees, thus revealing its role in fostering innovation. Third,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import-

ance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in stimulating firm-level innovation, offering micro-level insights to sup-

port policy efforts aimed at advancing labor harmony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corporate innovation；  innovation resources；  innovation

environment （责任编辑　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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